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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制度困局及其改进 

——以蔬菜质量安全监管为例 

徐振宇 

(北京工商大学中国食品安全研究中心，北京  100048) 

摘 要：目前中国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仍不容乐观。以蔬菜为例，农药残留超标被检出和食用蔬菜中毒事

件时有发生，较高的农药残留超标率也为国内很多调查研究所佐证。其原因在于中国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存

在诸多制度性困局：法律规制与管理制度缺陷；监管“能力”和“动力”缺乏；监管各相关方之间信息沟通缺

乏。改进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基本思路是：推动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各项相关法律法规，全面

强化监管“动力”，缓解相关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改革农药监管体制，尽快推动食用农产品质量分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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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 dilemma and innovation of farm products' quality and  
safety monitoring regulation in China: Focus on vegetables 

XU Zhen-yu 

(Center for Chinese Food Safety,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Agricultural products quality safety was allowed of no optimistic. Vegetables as an example, exceeding standard for 
pesticide residue by using banned pesticides was not rare, vegetables poisoning incidents occurred frequently.  An important 
reason leading to this was regulatory failure originating from the institutional dilemma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quality safety 
supervision: (a) the inefficient pesticide regulation, (b) the logical flaws on legal system, (c) lack of regulation "ability”. The 
basic ideas of improving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s quality safety regulation are: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perfect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strengthen the power of supervision, alleviate asymmetric information between 
stakeholders, reform the pesticides supervision system, and promote the grading management of edible farm product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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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现状  

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对于食

用农产品的质量需求不断增长。农产品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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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农产品质量符合保障人的健康、安全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由于大
多数加工食品以食用农产品作为原料，如果食用

农产品质量不安全，加工食品的安全水平难以确

保。从这个角度而言，食品安全的坚实基础乃是

农产品质量安全。 
目前中国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仍不容乐

观。以蔬菜为例，虽然农业部的季度农产品质量

安全例行监测显示， 2013 年蔬菜质量安全合格率
高达 96.6%，[1] ①但不少蔬菜品种农药残留超标，

或存在重金属和硝酸盐等污染物却是不争的事

实。不过化肥尤其是氮肥的超量使用导致的硝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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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严重超标(这在保护地栽培的反季节蔬菜中表现
相当突出)、②重金属超标、致病性病毒污染③常被

忽视。农业部和卫生部对主要蔬菜品种的硝酸盐

含量、重金属和致病性病毒均无例行检测，其导

致的蔬菜质量安全状况因缺乏相关数据而无从评

估。据笔者对国内一些蔬菜主产区的田野调查，

很多已被禁用(当然也禁止生产)的农药，由于价格
低廉和消灭病虫害“防治效果好”而被蔬菜种植

者大量使用。就蔬菜农药残留而言，过去十年间

被检出残留超标和食用蔬菜中毒事件时有发生。

仅 2010 年，武汉发现来自海南豇豆样品水胺硫磷
农药残留超标，南宁市农业局监测发现农药残留

超标的白菜，青岛市民因食用有机磷农药残留超

标的韭菜中毒，沈阳也发现大批农药残留超标的

白菜。 
杨东鹏、张春荣、董民发现，不少地方使用

国家明令规定的禁用高毒剧毒农药问题突出，即

使在国内农产品农药残留量最低的地区，超标率

也有 5%，严重的则达 85%；[2]方坚、朱红、赵莹

对浙江省的 142 份各类蔬菜进行抽检，农药残留
超标率达 22.5%；[3]张建新、杜双奎、杨小娇对陕

西省 10 个蔬菜主产区的 152 个蔬菜样品进行检
测，多菌灵超标率达 65.1%。[4]马军、赵靓发现，

2010 年开封市蔬菜的有机磷农药残留率高达
14.50%。[5]郭帅等和刘军礼等研究表明，韭菜的农

药残留超标非常严重，有的地区检出率甚至高达

100%。[6-7]周华等[8]调查发现，衢州市油菜、圆白

菜、芹菜、四季豆、青椒的检出率均都超过

10%，油菜的检出率为 22.5%，超标率也高达
17.5%。 
以上事实表明，中国蔬菜质量安全不容乐观。 

二、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制度困局 

虽然农业部 2001 年在全国启动实施“无公害
食品行动计划”，以农业投入品、农产品生产、市

场准入三个环节管理为关键点，强化了从农田到市

场的全程监管能力，[9]但其质量安全监管仍存在着

诸多制度性困局。其主要表现为： 
1．法律规制与管理制度缺陷 
首先，中国虽然形成了包括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在内的一套法律法规体系，但该法律法规

体系仍存在不少逻辑缺陷，以致“农产品质量安

全”与“食品安全”被人为割裂：《农产品质量安

全法》仅适用于规范食用农产品，而《食品安全

法》只适用于规范食用农产品之外的食品；农业

部牵头监管包括蔬菜在内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

全，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牵头负责监管主要

以农产品为原料所加工出来的“食品”(之前曾分
别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卫生部牵头)。两类密
不可分的食品却要遵照不同的法律文本和监管体

制并由不同的部门进行监管。在《农产品质量安

全法》颁布两年后由“三聚氰胺事件”催生出来

的《食品安全法》，不仅未能深入考虑两部法律的

对接和协调，也没有很好解决原来期望的监管部

门的独立性、权威性和监管者职责不清、权责不

明、重复监管、监管真空等问题。[10]由于绝大多

数食品都是以食用农产品为原料，采取不同的标

准和体制监督，不可避免存在不协调甚至冲突。

类似的问题还出现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与相

关的法规如《农药管理条例》、《兽药管理条例》、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等和部门规章如

农业部发布的一些行政规章之间。另外，监管部

门的质量安全监管与检测评价方法不科学。最典

型的就是农业部的“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所确

定的蔬菜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工作评价方法，该评

价方法至少存在误判风险较大、检验周期长、检

验技术覆盖项目过少、可比性较差以及抽查随意

性较大等突出缺陷，致使出现大量监管部门的操

作盲区。[11] 

这必然导致相关法律法规难以在基层落实，

正如周德翼、杨海娟所言，“目前国内关于质量安

全管理的研究，都着重于食品质量安全立法、标

准的建设，而忽视法规、标准的可执行性，注重

了表面的监管体系，而忽视信息不对称问题及监

管体系背后所蕴含的信息管理(揭示、传递、储

存、反馈等 )与效率 (信息成本和产生的激励效

果)。”[12]所有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往往出现在

“工作现场”(Gilliland and Manning)，[13]而一旦将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延伸到工作现场(the field)，

任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或措施，无论它在

逻辑上多么严密，都要由基层执行主体去实施，

从而出现难以避免的困境：必然需要更多的监管

人员和检测人员，意味着监管成本的直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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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意味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形将更加严重，出现

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甚至有可能会使被监管

者与监管者之间合谋的现象更为严重，从而使得 
监管过程本身失灵；工作现场高度复杂，而且还

有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况且，在中国的农村社

会，法(罚)不责众和所谓“刑不上农民”是必须考
虑的，这源于农业生产的超小规模和超大范围所

必然导致的监管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和现场监管

的低效率。仅仅是简单通过“加强监管”，不可能

解决任何问题，有时反而使得问题更加恶化。比

如有关部门要求执行的农药购买实名制、台账制

度以及可追溯体系等措施在基层大多形同虚设。 
2．监管“能力”和“动力”缺失 
近年来，由于国家高度重视，卫生，农业、

质量监督检疫等部门均设立了与食用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有关的机构，并在各自的领域中具备一

定的实验条件，且已经“培养了 10 万人以上的从
事食品安全工作的专业人员队伍”，[14]但在某些地

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和广大农村

地区，实施质量安全监管“能力”不足的现象的

确存在，在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监管等方

面的投入、人员、设备仍然存在一定的历史欠

账，亟需加大投入以提升监管能力。 
更重要的是，由于当前体制不满足激励相容

约束，主要相关方确保蔬菜质量安全的“动力”

严重缺乏。监管者也是理性人，亦有其自身的成

本－收益计算，良知和责任心并非确保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有效的充分条件。若没有足够的激励

和必要的约束，监管的“执行”和“实施”必然

十分困难。毋庸置疑，中央政府非常有积极性强

化农产品质量安全，但是，由于目标函数不同，

地方政府和基层监管者的意愿有所不同。很多地

方政府不愿真正加强监管，因为如果某个地区

“动真格”加强了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就

有可能导致商户的流失，导致相关产品供给短缺

并造成价格上扬，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以北京

某地为例，由于在检测过程中需投入巨大的操作

成本，且较高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进场门槛会

导致批发市场面临丢失商户的风险，所以在实际

运作中，大部分批发市场对质量安全检测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经大量财政补贴建立起来的批发市

场的检测检疫中心往往处于闲置状态。[15] 
3．监管相关方之间沟通不足 
信息不对称往往被认为是农产品和食品安全

监管必须面对的最基本困境。前人之述备矣，本

文不再赘述，重点谈及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

即相关方缺乏必要的信息沟通有可能进一步降低

监管效能。 
在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上，容易陷入

两个极端：为吸引眼球和迎合部分民众的情感，

一些媒体可能会在其质量安全问题上故意夸大其

辞，有时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因为就普通
公众而言，其获得的有关产品质量安全的信息主

要来自于媒体，媒体的观点能够影响甚至决定普

通公众的观点；[16]与此迥然相异的是，一些掌握

了重要信息的部门可能会由于种种原因在食用农

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上故意粉饰太平。以上两种极

端的情形都会对公众造成严重的误导。就理论上

而言，对于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这样的专业问

题，最有发言权的应是长期研究该领域的专业人

员，④至少应该是同时掌握着专业知识和关键信息

的有关部门(尤其是监管部门的实验室或第三方实
验室)。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监管方、媒
体与消费者之间缺乏有效沟通，[17]消费者对农产

品质量安全的信任度比较低，加上监管者的确有

故意瞒报不利消息的嫌疑和先例，从而导致专业

人员和政府权威部门的“缺位”和媒体不同程度

的“越位”，必然影响监管政策出台的时机、效果

与方式方法。 
此外，监管方、学界与农民的沟通也很不充

分。有学者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高度机会主

义的社会”，蔬菜中农药残留超标现象，绝大多数

都是由生产经营者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降低成
本、改进外观和提高产量等)有意而为的行为所引
起的。[18]以上情况的确存在，但也不排除与此相

左的情形，2005 年商务部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绝
大部分农民不知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目录；

近 50%的农民在使用农药时凭感觉使用，一药多
用现象相当普遍；一些农民打过农药的蔬菜未过

休药期即采摘上市销售；68.9%的蔬菜上市前没有
经过产地检验。[19]笔者曾参加的一次基层村民蔬

菜种植技术会议也表明，专家、监管方与农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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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沟通非常缺乏。在这次会议上，有好几个村

民都表明其对于蔬菜质量安全的担忧，但是，马

上就有村民指出如下的事实：第一，目前的栽培

技术(包括施肥、用药等)是不是安全根本就无从得
知；第二，即便想检验种出来的蔬菜是否达标，

也没有检测仪器；第三，即便不合格，或者某些

指标超标，怎么知道是哪种农肥或农药不合理使

用导致的？第四，即便不合格，如果别的农户都

违规用药，或者用廉价的农药，自己可能也要被

迫使用廉价的农药。换而言之，农民生产出来的

农产品即便是不达标的，也不一定就是所谓的

“利欲熏心”，而可能是因为“不可避免的无

知”，也可能是因为被迫自己判断。这表明，专

家、监管方与农民之间的沟通不可或缺。 
4．农药监管体制不合理 

农药监管体制是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

基础，是避免违禁农药投入使用的重要关口。目

前的中国农药监管体制存在严重弊端。这或许可

以从中日农药监管体制的比较中得出一些启示。

在日本，农药登录制度类似于市场准入制度，只

要不能取得登录就不准上市销售。而判定是否给

予登录的标准，主要依据是农药使用的危害性(当

然也考虑农药的药效)，因而日本农药登录的目标

定位是通过农药登录向社会提供“安全”的农

药。与之相较，中国的农药登记制度采取“田间

试验”、“临时登记”和“正式登记”三阶段进

行。只要通过“田间试验”阶段，便可以申请

“临时登记”进行试销。而田间试验阶段主要是

试验农药的毒性和药效，也就是说在“临时登

记”和“正式登记”阶段进行环境和残留试验之

前，农药已经进入试销阶段投入使用，并且试销

的期限可以为4年。因而中国农药登记制度的目标

定位主要在于监管农药的“药效”，即通过登记

为社会提供“有效”的农药。实际上，伴随农药

使用的“安全性”具有很强的公共财产的性质，

很难由市场机制直接评价和提供，必须要通过政

府的介入来保障；而农药的“药效”具有更强的

私人物品的属性，很容易通过市场机制得到评

价，并通过农药使用者用货币投票和生产者之间

的竞争予以保障。换而言之，药效是用不着由公

共权力部门来判断的，自有市场和私人判断之，

药效不好的农药生产企业自会关门大吉，所以没

有哪个企业会去生产药效差的农药。由此可见， 
两种制度安排在目标定位时对“管”与“放”的

不同选择，必然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20]中

国农药登记与监管体制演化的结果是，农药的

“药效”不一定好，但安全性却往往大有问题。 

三、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改进策略 

改进中国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应推动农

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各项相关法律法规，以

全面强化监管“动力”为主，以局部增强监管“能

力”为辅，使之尽可能满足激励相容约束。另外，

应尽可能在推动一体化监管的同时，加强对监管者

的监管或对政府自身的监管。另外，鉴于食品生产

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生产经营者与监管者之间、

下级管理者与上级管理者之间以及政府与消费者之

间的一系列信息不对称是造成种种食品质量安全

“问题”甚至“危机”的基本原因，[12]因此，要建

立相关制度缓解相关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努力加

强相关方之间的沟通。 
第一，融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与《食品

安全法》，推动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当前，

农产品的生产、加工一体化趋势明显，农业生产

管理外延不断扩大；居民食品消费的质量安全控

制从制成品延展到原料生产，产品源头管理越来

越受到重视。来自生产和消费两方面的压力，促

使各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调整食品质量安全管理的

行政职能和机构，并将相当一批职权集中在处在

食品生产源头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加拿大、澳

大利亚、德国的做法就是很好的例子。[21]虽然目

前农业部在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起主导作

用，但同时仍然存在多头监管的尴尬，更重要的

是，农业行政部门监管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在

目前农业部的职能定位上，并不满足激励相容约

束。对于农业行政部门而言，最重要的政绩莫过

于产量的增产，即便其查出本地农产品有质量安

全问题，也一般会采取瞒报的方式，所以应该重

新考虑农业部的职能定位。 
第二，继续完善现行法律法规中关于监管体

制的规定。一要增强检测激励，不仅需要通过降

低检测成本、提高检测效率等予以保证，同时还

要推进相应的配套政策与体制的改革，比如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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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过高的名义税负，使得交易能够透明化，从

而使得电子化交易能够推广，不仅有利于价格、

数量等交易信息的传导，也有利于质量安全信息

的传导。[22]二要增加对不安全农产品的制止与惩

处力度，一旦发现立即销毁，而不是换个地方再

卖。不过，现行体制的真正难点在于：如何能够

确保质量不合格的蔬菜从所有市场都消失？如何

确保批发市场经营者销毁不合格蔬菜的权力和激

励？这一问题尚须进一步深入研究。三是选择质

量安全监管的关键控制点。关于监管(包括检测)点
的选择，理论上选择供应链的最末端(零售商)进行
监管最有效和最经济，其结果也最相关。但是，

鉴于零售商规模小且数量众多，而批发商数量相

对较少的现状，选择批发市场比较合适。[23]与此

同时，可以对以连锁超市为代表的现代零售终端

市场进行严格监管。 
第三，改善监管相关方之间的沟通，缓解信

息不对称。应强化学界、业界、政界、消费者之

间必要的沟通、交流与合作，以化解诸多不必要

的误会和不信任，尽可能缓解各种信息不对称。

有关组织，如消费者协会、新闻媒体、质量安全

监管部门，应及时、适当地公布相关质量安全信

息，加强对消费者有关质量安全知识的教育，使

消费者树立正确的判断标准和良好的消费观。[24]

周应恒，宋玉兰，严斌剑也认为应建立有效的食

品安全信息系统，以形成政府、消费者、行业协

会和新闻媒体四方监管的合力。[25]这些都是有助

于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效能的措施。世界银

行也非常重视信息在确保食品安全方面的作用，

一份针对中国水果和蔬菜的研究认为，向所有利

益相关方提供培训、教育和足够的信息并加强规

定的执行将会强化政府在为民众保障食品安全方

面的作用。[26] 
第四，改革农药登记、监管体制。长期以

来，受“产量挂帅”思路的影响，政府的农药监

管重点是所谓“药效”，或者说是“药效优先，兼

顾安全”。这种思路必须予以纠正，应该更多地强

调农药的安全性及其对环境的潜在影响，有效改

进农药监管体制和方式方法。 
第五，尽快推动食用农产品质量分级管理。

鉴于中国的经济实力还难以保证现在全面提高食

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所以现行的食用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应根据各阶层收入水平差异，在强

调质量安全的同时重视食用农产品质量分级，以

满足不同人群的消费需求。[27]质量分级管理也是

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很多国家在多年前就已开

始运行的经验。 

注 释： 

① 对于北京、天津等华北大城市冬春两季而言，绝大多数

的蔬菜都是反季节的蔬菜，基本都在保护地栽培出来，

氮肥的超标问题，一直都是困扰蔬菜质量安全的重大问

题。 

② 比如新鲜蔬菜的污染，可以出现在生长期、收获期，也

可以在加工阶段被李斯特菌(L. monocytogenes)等主要

病原体和气调包装产品中的肉毒杆菌(C. botulinum)所

污染。正因为如此，新鲜果蔬生食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of NSW，2009)
[1]
。 

③ 北京市某位基层监管者在接受作者的深度访谈时指出，

面对如此高的合格率数据，今后或许只能在“小数点”

后好几位做“文章”了。 

④ 不过，由于研究的专业化和研究所引发的无数疑问，科

研人员对科学的理解往往不同。有关食品安全的学术性

问题往往是多层面的，包括生物化学、微生物学、遗传

学、药学、植物和动物生理学、食品科学等学科。由于

科研人员研究领域的局限性和专业性，他们对食品安全

的定义往往包括很多假设前提和界定的细节内容(斯密

特、罗德瑞克 主编，2006，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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